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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 新时
期中国乡村全面重建与振兴的整体性纲领和发
展战略。 乡村振兴的三大核心要素是人才、资金
和土地，其中，人才要素尤显关键。 当代乡村人口
大量流失，导致乡村劳动力不足、技术人才短缺，
人才要素成为新时期乡村振兴的短板，遏制了乡
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和开展。
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
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创新
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
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 传承乡村文
明。 ”2016 年出台的“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
要“培育新乡贤文化”，即“以乡情为纽带，以优秀
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的嘉言懿行为示
范引领，培育新型农民，涵育文明乡风”。 2018 年
1 月，改革开放以来第 20 个、新世纪以来第 15 个
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发布，题为《中
共 中 央 国 务 院 关 于 实 施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的 意
见》。 2018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瓶颈制约。 要把人力资
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畅通智力、技术、管理下乡
通道，造就更多乡土人才，聚天下人才而用之。 ”
而“以乡情乡愁为纽带”的新乡贤，是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中的重要乡土人才。 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
明确了新乡贤的基本类型及服务乡村振兴事业
的方式，“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 建立有效
激励机制，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支持企业家、
党政干部、专家学者、医生教师、规划师、建筑师、
律师、技能人才等，通过下乡担任志愿者、投资兴
业、包村包项目、行医办学、捐资捐物、法律服务
等方式服务乡村振兴事业”。
乡贤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
是沟通国家权力与基层地方民众的积极力量。 乡
贤文化由此成为中国传统地域文化的重要因素，
并形成一套完整的地方文化系统，与国家的“大
传统”形成有效互动。 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和治
理转型的时代环境中，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社会背景下， 如何对乡贤文化这一传统文化形
式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转化，使其植根并契合当下的
时代背景和乡村振兴的发展趋势， 进而促进新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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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参与实施乡村振兴，这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早在上世纪 40 年代，费孝通在《乡土中国》
《乡土重建》等一系列著述中，就深切地将关注的
目光投向中国乡土。 费孝通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
乡土中国的侧影， 展示了乡土文化的诸多面相，
并进而通过对“损蚀冲洗下的乡土”［1］352 的现实关
注和理论分析，强调地方人才的重要，建构了中
国传统“双轨政治”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并提出如
何进行乡土重建的思路。
随着当前新乡贤文化的兴起，学界已有不少
相关研究和论述，从各种角度探讨新乡贤的内涵
和作用 ［2］［3］、新乡贤与乡村治理的关系 ［4］［5］、新乡
贤参与乡村振兴的作用和路径 ［6］［7］等。 这些研究
明晰了新乡贤的概念和内涵体系，并充分挖掘了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作用，探讨了新乡贤与乡
村振兴的关联。 但已有研究较少从费孝通对乡土
重建的思考中进行理论的对话和深化，并以此为
视域考察新乡贤如何参与乡村振兴。 本文将从费
孝通早年的敏锐观察和分析中探寻新乡贤参与
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脉络及基本路径， 加深我们
对费孝通乡土重建思想的认识， 进而反思新乡贤
文化对乡村人才振兴的启示。
一、城乡之间的新乡贤
乡村振兴着眼于打破城乡二元格局， 建立城
乡之间人才、资本和产业的流通和互惠，进而破除
城乡之间的结构化、制度性壁垒，实现城乡一体化
协调发展。 费孝通对乡村重建的论述中，基于城乡
整体化的视角，将乡土中国与都市相关联，提出“乡
市相成论”，［1］313 进而在城乡有机关联之中探讨乡
土人才对乡村建设的作用。 这一深刻的认识对我
们探讨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问题颇具启发作用。
1．乡市相成
20 世纪 40 年代， 费孝通在一系列论著中系
统描述并分析了乡土中国的诸多面相和特征。 在
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社会，传统儒家文化的差序格
局作为基本的社会规范和伦理特征，建构了一种
基于乡土乡情的社会结构和乡土共同体。 而费孝
通所处的时代，正处于这种共同体发生剧烈变迁
之际，他结合自身所处的社会现实，描绘了都市
兴起和乡村衰落的过程， 提出基于产业互补、乡
土人才回流的乡土重建。
费孝通乡土重建的理论 基点是基于 整体论
的城乡相辅相成思想。 费孝通深刻认识到，中国
的城市与乡村是无法分割的整体，用他自己的说
法就是“乡村和都市本是相关的一体”，也即乡市
相成论。 但是，近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却是都市不
断兴起，而乡村日渐衰落，中国经济呈现“都市破
产乡村原始化的状态”［1］315。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
期， 乡村和都市大体呈现一种相辅相成的格局，
“乡村和都市应当是相成的， 但是我们的历史不
幸走上了使两者相克的道路，最后竟至表现了分
裂。 这是历史的悲剧。 我们就不能让这悲剧再演
下去”［1］315。 乡市相克是乡市相成的反面，即将乡
村和城市对立起来，在都市兴起的同时，产生了
各种遏制乡村发展的因素，乡村发展所需的有形
及无形资源全部被都市吸纳，乡村与都市之间有
机的产业和消费循环链条被切断， 尤其是近代，
中国乡村自给自足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模式遭
到西洋工业的致命性冲击。 乡土工业在第一轮
与“西洋 都 市机器工业竞争”中败下阵来，“贫穷
跟着乡土工业的衰落侵入乡村”，［1］369 紧接着乡土
工业的劳动力也被吸附进都市，更直接导致乡村
经济的瘫痪。
如何使“乡市合拢”，这是费孝通着力思考和
力图解决的问题。 在提倡都市化的同时，“不应忽
视了城乡的有机联系”，［1］361 要恢复城乡之间的有
机循环以解决城乡危机。 “在都市方面的问题是怎
样能成为一个生产基地， 不必继续不断地向乡村
吸血。 在乡村方面的问题，是怎样能逐渐放弃手工
业的需要，而由农业的路线上谋取繁荣的经济。”［1］
318 费孝通从产业发展及生产、 消费链条等经济和
贸易的角度进行了思考。 此外，他更痛心疾首地反
思了乡土人才流失给乡村发展带来的致命影响。
2．从乡到城
乡土人才从乡到城而不再返乡，进一步造成
了“损蚀冲洗下的乡土”。 乡土社会被“损蚀冲洗”
的过程，费孝通类比于李林塞尔用“采矿”描写的
美国田纳西河区域：一块地种了几年棉花后就把
地里的养料耗尽了，再加上河水的冲洗，导致土
质日益变坏，作物不长，加之森林遭受砍伐，大雨
之后，水流一路把膏腴之地冲洗侵蚀。 经过这样
冲洗的土地，最终变为荒区。 ［1］352-353
这种耗尽一切养分的发展和增长，最终导致
的乡土衰败，需要一个极其关键的要素即人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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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原。 费孝通着重强调的人才力量正是乡土社区
里成长起来的本地人。 “除非乡土社区里的地方
人 才 能 培 养、保 留、应 用，地 方 性 的 任 何 建 设 是
没有基础的，而一切建设计划又必然是要地方支
持的。 ”［1］353
乡土人才无法留在乡土，而是沿着由乡入城
的路径流入城市。 费孝通辟专章谈到“回不了家
的乡村子弟”问题，并从历史比较的角度来分析。
他和潘光旦先生分析了 915 个清朝贡生、 举人和
进士的出身，发现其中一半来自乡间，也就是说，当
时人才的分布并不是集中于某一固定区域或某一
固定阶层，“原来在乡间的，并不因为被科举选择出
来之后就脱离本乡”［1］357。 费孝通认为，“人和地在
乡土社会中有着感情的联系， 一种桑梓情谊，落
叶 归 根 的 有 机 循 环 中 所 培 养 出 来 的 精 神 ” ［1］355，
“中国落叶归根的传统为我们乡土社会保持着地
方人才”［1］357。 这种感情的联系和传统曾经为乡土
社会保持着地方人才，一个人功成名就，也不忘
根本，他对乡土具有一种责任。
但这种传统在近代被割断，“乡土培植 出来
的人已不复为乡土所用”［1］358，当时的大学生毕业
找不到工作，青年失业现象严重，而他们乡村的
家也回不去。 一方面的原因在于，价值观念已经
发生变化，乡村与他们产生隔膜；另一方面的原
因则在于，大学教育和中等教育都没有培养乡土
社区人才， 他们所学的一套来自西洋的知识体
系，无法找到一条对接的通道将之运用到乡土社
会。 最终，“乡间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结果连
人都收不回去”［1］358-359。
其结果便是，“以前保留在地方上的人 才被
吸走了；原来应当回到地方上去发生领导作用的
人，离乡背井，不回来了。 一期又一期的损蚀冲
洗，发生了那些渣滓，腐化了中国的社会的基层
乡土”［1］358。 本土人才外流，不仅造成乡土建设所
需的人才匮乏，还导致了乡村地方权力的变质。
这就是费孝通所言乡土社会的被“损蚀和冲
洗”，以前植根乡土的人才被吸走，本可回到乡土
的人才却又回不来，乡土不断受到人才外流的损
蚀，乡土文化和乡土传统也日渐稀薄。 就当下而
言，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乡土成为大量城市
流动人口二元悖反的生存现状。 受制于城乡户籍
制度的屏障，以及公共资源配置不均等和公共服
务供给不足的限制，由乡进城的人即使有心回归
乡土，也无力承担回乡的成本；而勉强留在城市从
事服务业、建筑业和制造业的大量外来者，更是处
处被边缘化和底层化。 这些徘徊于城乡之间的打
工者， 在当前的政策激励下可被纳入返乡农民工
回乡再创业的考量之中。而大量来自乡村，在城市
从事科教文卫、 服务政府部门或自己成功创业的
商业人士等，正是乡村振兴所需的新乡贤力量。
3.由城返乡
乡土人才由城返乡涉及必要性和可行性两方
面的问题，这在费孝通论述乡土重建问题时都是
重点关注的。 就其必要性而言，前文论述中已经
涉及，在此重点阐述费孝通谈到的可行性问题。
首先，在情感方面，乡土人 才由城返乡 具有
可行性。 “返乡”是一种人和乡土之间的基本感情
联系的表达， 也是中国人落叶归根的一种情愫。
家乡是一个人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承载着一个人
对故土的最深的眷恋，也饱含着一个人与家人之
间的情感和回忆。 中国人对故土的这种情怀，能
内在持久地发挥作用。 因此，从古至今，回乡报效
乡土和父老兄弟都是中国人不断返乡的原动力
和情感基点。 费孝通正是基于对乡土中国的深切
理解， 从中国人的内在情感结构和文化心理入
手，提出了这种人地情感连接作为乡土人才由城
返乡的最基本也是最深层次的原因。
其次，在填补地方领袖人物匮乏方面，乡土
人才由城返乡具有可行性。 地方领袖人物是地方
社会认可、在民间具有相当威望并领导民间社会
活动的代表人物，他们往往因其人格魅力、领导
才能、威望度和认同度、社会资本、知识资本、物
质财富及人际关系资本等方面的原因，获得民间
社会的推崇。
费孝通举了他在英伦所见的一个实例，来说
明当时地方领袖人物的匮乏及其应对。 “以往那
种贵族、乡绅、牧师等人物现在已经失去了被人
民尊重的地位，但是在英国乡村里却有一种人在
担负过渡性的领袖责任。 我称他们的责任是过渡
性，因为依我看来，将来乡村社区里自会生长出新
的社会重心和新的领袖人物来的。现在那些过渡性
的领袖是从都市里退休回去的医生公务员、学者和
富于服务心的太太们。 这些人并不是从乡间出身
的，他们的职业也不在乡间，但是退休到了地方上
却成了地方自治的机构中的重要人物了。 ”［1］348
在此，费孝通谈到了几个问题，其一是 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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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权威的失势和瓦解；其二是过渡性乡村权威
的出现； 其三是过渡性乡村权威的基本构成；最
后，暗含的一层意思是，未来由过渡性乡村自治
领袖到乡村自身权威的再建构。 我们可以将之称
为费孝通所设想的地方领袖人才过渡计划，该计
划很好地解决了过渡人才从何而来的问题。 费孝
通在此列举了 “从都市里退休回去的医生公务
员、学者和富于服务心的太太们”。 细加辨析，可
以发现，这类人与当前所提倡的新乡贤具有吻合
之处。 虽然费孝通强调，在英国，这类人并非本乡
本土人士，但在中国语境中，我们完全可以找到
本乡本土出生的此类人士返乡担任过渡领袖。 结
合我国在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新乡贤进行的
明 确 身 份 界 定，即 从 乡 到 城 的“企 业 家、党 政 干
部、专家学者、医生教师、规划师、建筑师、律师、
技能人才等”， 我们发现， 费孝通在中英比较之
中，已经独具慧眼地发现这类新乡贤在重建乡土
中大有用武之地。 此外，费孝通更为深刻地提出，
过渡计划的目的是培育乡村社区自身的领袖人
物，即未来的乡土领袖孵化。
最后， 搭建乡土人才返乡 以后对接乡 土的
“桥梁”，使乡土人才由城返乡具有可行性。 乡土
人才如何返乡，实际上是乡土人才如何对接乡土
的问题。 费孝通观察到毕业大学生无法回到供养
他读书的故乡，由此引发他思考对接“桥梁”的问
题。 费孝通的这一思考，可谓从制度层面、体制机
制层面探讨乡土人才由城返乡的问题。 乡土人才
由城返乡是一个涉及城乡公共资源配置、公共服
务供给、城乡户籍制度、城乡教育和医疗制度等
人、财、物多方面的系统工程。 费孝通当时的思考
已经涉及大学及中等学校教育体系及教育培养
目标的问题，“一个乡间出来的学生得了一些新
知识，却找不到一条桥可以把这套知识应用到乡
间去；如果这条桥不能造就，现代的教育，从乡土
社会论，是悬空了的，不切实的”［1］359。
二、双轨政治：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及作用
费孝通在论述乡土重建的问题时，提出了社
会学界一个相当经典的概念，即“双轨政治”。 如
何理解费孝通谈到中国历史上的权力关系及社
会结构时所构建的“双轨政治”，尤其是，如何结
合当前新时期新乡贤文化来重新理解这个概念，
对深入理解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及作 用
颇具启发意义。
1.双轨政治
费孝通对乡土重建问题 的思考， 由现 状入
手，又从中国传统深入，参乎西方实例，最后反思
并建构重建理路。 在这一脉络和路径之中，深入
中国传统是为了厘清中国传统权力关系和社会
结构，看清当时中国乡村基层社会正在发生的变
化，即基层行政之僵化。 费孝通从中国传统的政
治结构中析出了政治的双轨，即自上而下的轨道
和自下而上的轨道。 在古代中国，国家权力由自
上而下的轨道传导，而在县域以下的地方基层社
会，自上而下的权力往往会发生转换，其中，乡绅
阶层在沟通国家与地方、将地方民意上传至国家
层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专制皇权往往在 “自上而 下的单轨上 开快
车”［1］337，而中国政治传统中的无为主义和自下而
上的政治轨道，可以避免单轨上的“火车”开得太
快，这正是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的重要作用。 “自
上向下的单轨只筑到县衙门就停了，并不到每家
人家大门前或大门之内。 ”［1］338 在此，费孝通发现
了“县衙门到每家大门之间”这最为有趣也极其
重要的“两门”之间地带。 在中国政治轨道和政令
传达的体系中，我们表面上所见往往是自上而下
的政治轨道执行政府的命令，但是，“一到政令和
人民接触时，在差人和乡约的特殊机构中，转入
了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 这轨道并不在政府之
内，但是其效力却很大的，这就是中国政治中极
重要的人物——绅士”［1］334。 至此，我们看到，中国
古代双轨政治的重要节点和转换点，落在一个独
特的群体即士绅群体身上。
近代以来，“政治的双轨实际都已淤塞”［1］354，
这可以从双轨的两个方面来看。 从自上而下的路
线看， 中央虽然一步步将行政机构深入地方，“筑
下了直达民间户内的轨道， 而实际上却半身不
遂”，［1］354 地方官员的徇私舞弊和地方公务的腐败
不堪让自上而下的轨道拥堵不畅； 而从自下而上
的轨道看，情形更堪忧，传统社会中由士绅阶层发
挥的沟通基层社会和国家之间的轨道早已荡然无
存，“上通的轨道影子都不见了，以致连以往‘道在
师儒’时代的无形轨道都觉得值得回念了”［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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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乡贤的再生产：身份重塑
伴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中国的士
绅集团作为一个群体整体性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虽然中国士绅的文化心理及文化表征在某种程
度上仍然存在。 在费孝通所分析的双轨政治中，
士绅群体在历史上沟通上下、庇护乡里的作用也
不再结构性地存在。
新时期，在国家政策的感召下和乡村振兴发
展战略的鼓舞下，各地新乡贤文化被制度化地再
生产。
首先，通过一系列推选制度，产生新的身份，
制度化地再生产新乡贤的身份。 以山东邹城唐村
镇为例，唐村镇隶属“孔孟桑梓之邦文化发祥地”
的孟子故里——山东省济宁市邹城市，位于山东
省中南部。 唐村镇深厚的乡贤文化积淀，为新时
代乡村振兴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借助传统乡贤文
化和乡贤传统， 当地党委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推动新乡贤文化建设，助力地方基层治理，振兴
乡村发展。 2013 年以来，唐村镇启动了“儒风唐韵”
新乡贤文明行动，完善了相关制度，制定、出台了
《唐村镇乡贤推选实施方案》《“儒风唐韵”新乡贤文
明行动实施方案》等，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新乡贤选
任、培训和管理办法。 ［8］
唐村镇党委书记 G 说：“唐村镇结合实际，在
包括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老医生、退休工人，
也包括为富亦仁的经济能人中， 通过群众推荐、
支部提名、 党委认定， 全镇共推选出 35 位新乡
贤。 ”（GS 访谈）当地乡贤的代表人物，兹举数例：
QRS，中共党员，某国企员工，退休后回乡，担任村
红白理事会长；PYK，某国企员工，当地潘氏家族
传人，积极参与家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搜集整
理古贤史料；QQC，中共党员，镇 退休干部，参 与
镇志和村志编撰；WZZ，中共党员，镇退 休干部；
GRZ，中共党员，镇退休干部；LWP，某公司经理，
镇商会会长；GCS，医生；LDR，中共党员，退休教
师；YRK，中共党员，小学校长。
其次，通过一系列政府工作和活动，不 断强
化新乡贤身份的内涵。 如，唐村镇为让新乡贤落
地生根，当地党委、政府抓住新乡贤工作的六个
落点：一是聚乡贤传家风，二是聚乡贤转村风，三
是聚乡贤惠民生，四是聚乡贤促发展，五是聚乡
贤保平安，六是聚乡贤助党建。 由此，唐村镇将新
乡贤与乡村文化存续、乡风村风建设、民生工作、
经济发展和党建工作等一系列工作紧密结合起
来，确保新乡贤的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
此外，唐村镇还结合当地文化传统，为 新乡
贤赋予古代乡贤文化之内涵。 唐村镇乡贤传统古
已有之，如明代潘榛即为乡村贤达的代表。 为此，
唐村镇重整潘家祠堂， 打造新乡贤文化的阵地，
先后建成了邹鲁乡贤馆、潘榛图书馆、王炉村乡
贤馆等展示场所。 在邹鲁乡贤馆中，陈列着从孔
孟到潘榛共 16 位古代乡贤、唐村镇各姓氏家训、
10 名新乡贤事迹及 184 户乡风文明户代表。古代
乡贤文化和新乡贤事迹的公开展示，不仅重塑了
这些人作为新乡贤的身份意识，而且强化了当地
人对新乡贤的认可和赞同。
再次，通过传统仪式的再生产，不断加 强新
乡贤身份的传统文化内涵。 中国古代传统仪式的
再生产也进一步重塑和丰富了新乡贤的角色，如
当地对乡饮酒礼的挖掘和再造。 乡饮酒礼是中国
古代的一种饮食礼仪，盛行于周代，一般由乡大
夫主持，目的在于考察贤能或敬养老人。 ［9］乡饮酒
礼也称为乡礼。 甲骨文中“乡”字形为两人围着盛
有食物的食器跪而对食，以此表示一个群居的团
体， 后世乡饮酒礼与初民同居共食具有密切关
联。 ［10］孔颖达认为，乡饮酒礼的举办一般有四种
情况，其一为“三年宾贤能”，其二为“乡大夫饮国
中贤者”，其三则为“州长习射饮酒”，其四为“党
正腊祭饮酒”。 考察《周礼》所载：“正月之吉，受教
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于其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
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艺……三年则大比，考其德
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 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
兴其众寡，以礼礼宾之。 ”郑玄注曰：“谓合众而尊
宠之，以乡饮酒之礼，礼而宾之。 ”［10］唐村镇对乡
饮酒礼进行了成功的挖掘和恢复，并请新乡贤参
与乡饮酒仪式的展演。 在仪式再生产的同时，为
新乡贤角色注入了传统乡贤文化的要素，并强化
了他们自身对新角色的认同。
3.新乡贤的再生产：作用重塑
新乡贤的再生产重塑了 新乡贤群体 在乡村
的作用。在费孝通的双轨政治中，以往缺失的自下
而上的轨道，通过新乡贤的再生产，在国家正式行
政机构的末端和民众之间，架构了新的桥梁。
首先，新乡贤有助于党委、政府凝聚乡 村民
众共识和基层民众力量，化解矛盾纠纷，助力乡
村振兴的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是在党委和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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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和指导下开展的乡村建设和乡村发展， 新乡
贤群体在党委、政府与基层民众之间游走，有助于
政令的上传下达和双方的沟通交流。 如， 在唐村
镇，乡贤工作在支部的领导下展开，新乡贤对支部
工作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在王炉村村民坟地
迁挪和建设公益墓地的工作中，村支书找到新乡
贤商量，两位新乡贤通过半个月的努力，做通了
群众的思想工作。 新乡贤往往在宗族或邻里中享
有威望，通过亲缘、地缘和人缘等优势，大量的矛
盾纠纷能被新乡贤在基层解决。 又如在西颜村收
麦子期间， 其中一家因为误收了邻家的一垄麦
子，结果两家人相持不下，新乡贤用自己家的麦
子先顶上，然后通过评理，化解了邻里矛盾。 ［8］220
正如当地领导人所说：“新乡贤是德治的一种手
段，少了行政的强约束、弱沟通、硬治理，更多的是
乡贤参与下的强沟通、软约束、善治理。 一年来，新
乡贤的作用不断得到发挥，越来越成为党委政府眼
中的‘德高望’，村干部身边的‘好帮手’，群众心里
的‘自己人’。 ”（GS 访谈）
其次， 新乡贤有助于形成 新的乡村地 方权
威，推动乡村振兴的发展。 费孝通谈到，乡村发展
需要有本土民众的组织化力量来对接外来资源，
乡村地方权威的缺失，或乡村地方权威黑恶势力
化，都极大地影响了乡村基层民众力量的正常发
挥，导致民间的组织化受阻。 按照费孝通的地方
领袖人才过渡及孵化计划，新乡贤作为过渡型的
乡土地方领袖，有助于培育和孵化本乡本土的地
方权威，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
再次，新乡贤有利于导入乡村发展资源和渠
道，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 不少新乡贤作为事业
有成、荣归故乡的人士，或具有一技之长、或热心
乡里，自身具备乡村发展所欠缺的信息、技术、文
化、资本或市场资源。 当新乡贤返乡之时，他们携
带的这些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将成为助力乡村产
业发展、市场拓展或科教文卫振兴的发动机。 鼓
励和引导新乡贤带着技术、资本下乡，同时通过
相关的政策法规和制度保障新乡贤和地方民众
双方的利益，将实现二者互惠双赢的局面。
三、结 语
重返费孝通几十年前在 乡土重建问 题中的
诸多思考，我们发现，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诸多话
题早已被他论及并有相当成熟的思考。 而费孝通
对当时乡土社会整体现状的担忧和对未来的设
想，于今仍然发人深省。
伴随国家对新乡贤文化的大力倡导，在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的过程中，新乡贤在推动乡村振兴
方面大有可为。 返回并接续费孝通对乡土人才和
乡村社会结构的思考，我们能更清晰地认识新乡
贤在当代新的乡村秩序和乡村政治格局中的 地
位，以及新乡贤发挥作用的渠道和意义。
总体而言，重返费孝通乡土重建的视野是为
了克服并超越他曾担忧的问题，为当前的乡村振
兴提供更多的理论关照和可能路径。 新乡贤作为
费孝通在双轨政治中着力最多的士绅阶层的现
代转化，其地位及其所承载的时代和社会意义与
以往颇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根本不同。 在理论与
现实之间，在费孝通的思考与当下的社会情境之
间，我们需要更深刻地理解并认识新乡贤在新时
代被再生产的社会意义， 并在乡村振兴的过程
中，积极促进新乡贤作用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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